
调整压力。

此外，使用年度财政赤字也是可考虑的指标。

据IMF测算，2010年全球总体的财政赤字占GDP比

重将从6.8%降至6％，同期，G20国家总体的赤字

水平将从7.5%降至6.8%。后者中，发达国家将从

9.4%下降到8.9%，而新兴经济体将从4.8%下降到

3.7%。全球财政赤字水平趋于改善。预期2011年发

达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周期调整后的财政赤字水平

会再降低1%。如果G20以恢复至金融危机前（2007

年）的财政负债和赤字水平为目标的话，那么大

多数国家需要进行较大力度的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s），否则主权债务危机就将是长期

困扰全球经济的阴影。

以私人储蓄和负债衡量的内部不平衡性。这

个指标的争议较多，中国承受的压力较大。所谓争

议，指的是私人部门的储蓄和负债状况，以及测量

方法的差异性很大。私人部门的储蓄和负债情况，

和一国的文化教育、人口结构、社会安全网络以及

收入分配有紧密联系。同时，如何测量私人储蓄和

私人负债，使其可以进行国别比较也存在争议。例

如，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和美国过低的储蓄率是全球

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突出现象。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

显示，从私人、企业和政府三部门的总储蓄率（储

蓄/GDP）的横向比较看，中国2008年为53%，而美

国同期只有12%，在主要国家中处于最低。相关的

研究则显示，对统计口径进行调整之后，中美私人

储蓄率的平均差距将缩小8.6个百分点。和外部平

衡相比，内部平衡往往和国民福利问题相纠缠，调

整起来更为艰难。

量化约束：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可能影响
从长期看，发达经济体受到公共和私人债务居

高不下、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福利负担的持续压力，

新兴国家则受到经常账户盈余和资源约束并存、净

储蓄较高和社会安全网薄弱的困扰，全球经济面临

再平衡的压力。

全球经济再平衡是必要和紧迫的。由于各国

生产率、金融市场效率、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客观差

异，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衡是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

有效分配的体现。但是，一国经济过度不平衡则值

得警惕和纠正。对于谁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责任

方，目前基本没有一致共识。一些观点认为是美国

消费过度、储蓄不足，另一些观点则认为一国消费

不足、储蓄过度也会导致失衡。但是就单个经济体

自身而言，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明确的，即由影

响投资和储蓄的跨期选择所致。由于经常项目余额

分别由私人和政府的储蓄投资差额组成，所以，外

部平衡的实现取决于私人和政府的储蓄投资平衡，

而政府的储蓄投资余额即财政余额。

对于财政负债、赤字水平过高的经济体，提高

储蓄、适当整顿财政是可取的，但实际困难重重。

就债务问题而言，由于财政赤字部分是由于社会老

龄化需求、卫生支出增加等非相机决策的结果，财

政调整存在难度。就经常项目赤字问题而言，主要

还是由于私人部门的储蓄投资不平衡导致，在增加

私人部门储蓄或者改善出口方面，政府要么作用有

限，要么过度使用量化宽松和汇率政策。

对于财政、经常项目盈余的经济体而言，非石

油输出新兴经济体的盈余主要是私人部门的投资储

蓄不平衡所致，财政余额的影响很小。在理论上，

一方面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紧缩的货币政策，

通过增加支出，缩减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面可以

升值本币，将需求导向国外产品，同样实现盈余的

缩减。但前者容易加剧通胀风险，后者容易损害本

国贸易部门的竞争力。

迄今为止，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现象是否合理，

是否需要进行量化约束的调整是很有争议的。实际

上，要制定出能保证既有合理参考价值又有一定约

束性衡量指标及相应的指标参考值是十分困难的，

但也不排除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

目前的这些参考性指南存在向逐步刚性化，甚至成

为量化约束指标的方向发展的危险趋势。而参考性

指南如果刚性、量化，可能也意味着G20将面临向

机制化转型的压力。

作者钟伟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作者王栋贵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博士生

>>>

2月11日，埃及民众在埃

及首都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

庆祝穆巴拉克下台。新华社

宏观Macro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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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政治变局的经济根源
文/王林聪   编辑/许涛

2011年的新年钟声余音尚未消逝，埃

及港口城市亚历山大一座科普特人教堂附近就发生

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21人在爆炸中丧

生。这似乎预示着埃及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是何

等的不同寻常。半个月之后，开罗一家小餐馆老板

为抗议政府的面包补贴政策来到埃及人民议会大厦

前自焚。此后，自焚仿效事件屡发，民情激愤，终

于在1月25日演变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示威。抗

议活动迅速从大开罗蔓延到其他城市。仅仅18天之

后，执政近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总统就被迫辞职，意

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埃及政治变局之所以出现，一个最为明显的原

因是社会矛盾尖锐，民生问题突出。凡是到过埃及

的人都有一种相同的感受：这是一个正处于社会转

型期的国度，快速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伴随着管理上

的混乱无序。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开罗，拥挤不堪的

街道上很少有红绿灯交通管制，随处可见有人居住

的“烂尾楼”，城市周围的“贫民窟”棚户区更是

尽人皆知。大都市开罗就是埃及贫富悬殊和社会发

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

物价飞涨  民怨沸腾
早在1977年，一场规模巨大的“食品暴动”就

曾震动埃及朝野。其直接原因是政府宣布提高基本

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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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价格，导致民怨沸腾。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冲

击豪华宾馆和达官显贵居所，最终迫使政府收回成命，

抗议活动才渐渐平息。

三十多年之后，同样出现的物价飞涨再一次引发了

民众抗议示威，所不同的是它最终颠覆了穆巴拉克的统

治。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去年10月埃及物价扶摇直上的情

景。当时，埃及市场上蔬菜价格节节攀升，达到了疯狂

的地步。在基纳省，西红柿价格从正常情况下1千克2.5

埃镑攀升至15埃镑，价格涨幅达到了600%。市场上黄

瓜价格从2埃镑上涨到5埃镑，土豆、大蒜、扁豆的价格

分别为4埃镑、9埃镑和10埃镑。基纳省的一位教师说，

我们5口之家一餐所费竟高达90埃镑。时任总理纳吉夫

表示，要尽一切能力控制物价上涨。但是他很快就认识

到，物价上涨已经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对此，有的媒

体以“埃及的蔬菜危机：革命究竟是怎样开始的”来形

容日益严峻的社会情势。

物价上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粮食危机。埃及

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小麦进口大国，每年进口约600万

吨小麦，以满足国内60%的需求。随着国际粮食危机的

加剧，一些国家限制小麦谷物出口，世界粮食价格快速

上涨。埃及进口小麦数量因此下降，国内食品（谷物及

面包）价格上涨，推动蔬菜价格飞涨，大大超出了普通

民众的承受能力，进一步加重了国内民众的困境。民众

不满情绪蔓延，普通职员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抗议

活动时有发生。特别是内阁会议召开期间，民众在政府

大楼前举行抗议活动。一些反对派组织诸如“够了运

动”、人民自由阵线、青年正义党等，公开抨击主管金

融、人力资源的政府官员，要求政府提高工资待遇，遏

制物价上涨，解决民生问题。

“三高”凸显  民生困苦
在穆巴拉克当政的近三十年，埃及社会发生了巨

大变化，社会转型速度加快，现代化的气息从城市到乡

村随处可见。埃及政府连续执行了五个“五年规划”，

2007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07～2012年）目

前正在实施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前，埃及国内生产总

值的增长率达到7.2%。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的2010

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仍达5.1%，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达2700美元，步入了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旅游业

收入、苏伊士运河过境收入、侨汇、石油收入等逐渐成

为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埃及政府还制定了21世纪经

济发展长远规划，相继实施了南河谷、北西奈（和平

渠）、东塞得港、西北苏伊士湾等国家重点工程，希望

通过这些工程来扩大耕地、增加就业、解决人口过快增

长难题。可以看出，在加快社会发展过程中，埃及政府

努力寻求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既能推动改革的进

度，又能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减缓社会张力。然而，

转型时期的埃及，各种矛盾交织，社会问题突出，特别

是饱受“三高” ——高通胀、高失业、高贫困问题的

困扰。

“三高”问题凸显是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和传导的结

果。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埃及国内通货膨胀率居

高不下，从2007年的9.5%陡然升高到2008年的18.3%，

虽然2009年略有回落，但到2010年通胀率再次超过了

10%。同样，高失业率也是埃及社会中最棘手的问题。

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大都在在9%～10%之间，但实际情况

却远远高于这一数据。去年10月，当物价飞涨之际，

由于经济增长率下滑，国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呈下降态

势，从上个财年的11.68万降至8.77万，整个就业形势

堪忧。与此相应的贫困率同样一直处于高位。按照埃及

官方发布的数据，2000年的贫困率（以每天生活费不

足1.25美元为贫困线标准）为16.7%， 2005年上升至

22.5%，2010年仍高达21.6%。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以

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为标准，埃及贫困人口则占总人

口的40%。在城市的棚户区，大批居民处于赤贫状态；

在落后的上埃及地区，分布着1000多个贫瘠的村落，亟

待政府的救助。鉴此，埃及学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贫穷和穷人是我们脚下的地雷。”埃及“三高”现象

积累已久，且日益凸显，远远超出经济问题范畴，成为

引发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

社会“年轻化” 青年扮演“倒穆”先锋
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在许

多阿拉伯国家，25岁以下人口超过一半，特别是15-30

岁年龄组，占了人口的30%。因此，一些阿拉伯学者几

年前就曾警告说，急剧膨胀的失业青年群体是一个嘀嗒

嘀嗒的时钟炸弹，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引爆。

就埃及来说，可谓人多地狭。在其100.2万平方公

里的国土上，沙漠地带就占了96%，只能以剩余的4%土

地养活着不断膨胀的人口。而目前，埃及的人口已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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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8000万，全都密集地分布在狭长的尼罗河两岸。

社会的年轻化和人口布局的“头重身轻”是埃及人

口结构的主要特点。例如，大开罗地区人口高达

1844万（2007年官方估计），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四

分之一。人口过于集中于大都市是过度城市化的结

果，伴随而来的往往是失业、住房、污染、交通拥

堵等一系列复杂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在埃及，15至

29岁年龄占总人口的29%，也是失业者最为集中的

一个群体。根据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在埃

及失业大军中，90%的失业者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

青年。受教育结构和课程设置不合理等影响，许多

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其中有40%的男性和50%的女

性找不到工作。

可以想象，在一个年轻化的社会，庞大的青

年失业大军的存在无论是对于社会稳定，还是政权

稳定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伴随着突尼斯“茉莉花”运动的成功，这种传导

效应极大地刺激了埃及青年群体，产生了 “一切

皆有可能”效仿突尼斯的强烈心理预期。他（她）

们借助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发泄对政府的不

满，发动对政府的抗议示威活动。“要大饼、还要

民主”， 抗议活动从民生诉求迅速上升到政治诉

求。在这一过程中，埃及青年扮演了急先锋的角

色，并主导着这场运动向着不妥协的“倒穆”方向

发展。

对话：
Z=《中国外汇》   W=王林聪

Z：在埃及，随着穆斯林兄弟会的合法化，这股政治势力将扮演何种角色？

W：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组织。长期以来，穆斯林兄弟会扎根基层，服务民间，在基层社会

很有影响力，一直是埃及官方最有力的挑战者。目前，穆斯林兄弟会奉行温和、务实的政策，淡化宗教色彩，支持宪

法修改案，谨慎处理与军方的关系。现在穆斯林兄弟会通过建党实现了合法化，这意味着在未来政治竞争格局中它的

优势突出，在政坛上将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Z：您认为，新政府该如何解决民生问题？

W：3月7日，新任政府总理沙拉夫完成组阁，新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多管齐下，包括：迅速恢复经济秩序，稳

定信心；抑制物价上涨，提高职工工资；扩大就业，重点解决失业问题；加大反腐力度，加强金融监管等。在对外方

面，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欧盟和美国的经济援助，吸引国内外投资，恢复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埃及青年人还发起

了名曰“安全埃及”的运动，欢迎外国游客重返埃及，以此来扩大收入，增加就业。

Z：埃及政治变局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W：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从埃及政治变局中总结经验教训。首先，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

重。在牵动民生的各种问题中，最敏感的是物价上涨和就业困难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其次，要关心青年人的诉求，

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与发展。关心青年就是关心国家的未来。第三，经济增长不能代替社会发展，社会公平是社会稳

定的基础。

经济问题困扰后穆巴拉克时代
如果说经济因素是埃及政治变局的决定性力

量，那么，后穆巴拉克时代仍面临相同问题的考

验。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后，由军方组成最高军

事委员会掌控大权，负责落实向民选政权的过渡。

埃及军方提出了明确的民主过渡时间表：“最高军

事委员会”成立一个八人修宪委员会，在10 天内

提出修宪案，两个月内交付公投，六个月内还政

于民。目前，已经完成了修宪，将于3月19日提交

公投，由民众决定宪法修改能否通过。随后将举行

人民议会选举，进而举行总统大选。在迈向民选政

府的进程中，人们密切关注军方的动向，也关注国

内最有影响力的组织——穆斯林兄弟会——随着它

的合法化将扮演何种角色？更重要的是，新政府究

竟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据埃及政府的统计，政治变

局已经给埃及制造业、建筑业和旅游业造成了约17

亿美元的损失。目前，新政府还拿不出一整套根治

经济难题的方案，因此，工人的罢工、民众的抗议

示威斗争时有发生。可以预料，后穆巴拉克时代的

埃及将有一个艰难的过渡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复

杂的民生问题是任何一届政府都很难在短期内解决

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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